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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实践的观点重审康德的先验自由
———兼论实践与理论的区分

孙小玲

（南昌大学　哲学系，南昌　３３００３１）

【摘　要】文章认为在先验自由及其与道德的关系问题上，康德的著作中包含了两条不同的路径。其一是

从思辨到实践的路径，《道德形而上学奠基》中演绎的失败显明了这一路径必然遭遇的困境。其二是《实

践理性批判》中的道德路径，依循这一路径，先验自由首先是个道德而非思辨的概念，是道德必要的预设，

并且仅仅在道德行为中获得其肯定意义。文章认为，这两种路径之所以交织于康德的著作中是因为康德

对实践与理论的区分缺乏清晰性与恰当性，这又与康德过度的形而上学意向相关。所以，文章试图以第

二路径取代第一路径，以便澄清先验自由的意义及其与其他自由概念的关系，并部分地回应对康德自由

理论的质疑。

【关键词】先验自由　道德法则　理性行动者

　　自由问题无疑是康德哲学中最为困难的问题之

一，不仅因为康德在不同的语境中甚至不同的意义上

使用自由概念，而且也因为康德几乎从未对这些不同

意义的自由概念之间的关系做出任何清晰融贯的解

释。所以，并不奇怪的是，对康德那儿可以区分出几

种不同的自由概念以及它们之间可能的关联这一问

题，一直众说纷纭。尽管如此，几乎所有的康德学者

都同意先验自由是康德自由观的核心，不仅是康德道

德理论的构成性要素，而且，如同康德自己表明的那

样，是“纯粹理性，甚至思辨理性的体系的整个大厦的

拱顶石”（ＫｐＶ　３－４）。①这当然不是说人们因此就对康

德的先验自由的含义及其在康德哲学中的功能有一

致的看法，相反，先验自由概念恰恰是围绕着康德自

由理论的争论之聚焦点，是康德自由问题困难的真正

所在。在此，不仅有对于康德的先验自由的诸种不同

甚或互相冲突的解释，而且也一直不乏对这一自由概

念的理论乃至实践必要性的质疑。这至少部分地归

因于这一概念所带有的思辨形而上意蕴：虽然康德一

再强调自由的实践性，但康德首先是在思辨形而上的

背景中界说了其先验自由概念，这事实上导致了一系

列几乎难以解决的困难。所以，我们将在本文中尝试

一种相反的方式，即将先验自由首先界说为道德必要

的预设，然后在此基础上审视其可能的思辨与形而上

意义。具体而言，我们在第一部分将讨论康德在《纯

粹理性批判》（以下简称“第一批判”）中对先验自由的

界说，并结合《道德形而上学奠基》（以下简称《奠基》）

第三章的演绎以显明从思辨到实践路径的困难。在

第二部分中我们将参照《实践理性批判》（以下简称

“第二批判”）的思路从道德出发界说作为其必要预设

的先验自由，在此基础上我们将尝试进一步理清先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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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与其他自由概念的关系，并部分地回应对康德自

由理论的主要质疑和批评。在文章的最后部分我们

将深入分析康德的两条路径并在此基础上探讨理论

与实践的关系。

（一）

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先验自由首见于康德的先

验辩证论，其所关涉的是世界始因的传统形而上学问

题。之所以有这一问题，是因为在康德看来理性必然

地会追求对世界的整体性把握，因此必须设定一个世

界之外的无条件的条件。这就要求理性超出经验去

使用原本只能被经验性使用的知性范畴，比如因果性

范畴。其结果是理性不可避免地陷入自我冲突，这一

理性的冲突在关于世界或者说宇宙论问题上就体现

在四组二律背反之中，其中第三组二律背反的正题引

入了先验自由的观念。所以，先验自由一开始就被界

说为世界的始（第一）因。作为始因，先验自由是不受

任何先在原因限制的绝对的自发性（ｓｐｏｎｔａｎｅｉｔｙ），由

其自身产生出作为其结果的世界，后者受到自然因果

必然性的严格统摄。但先验自由本身并不在世界之

中，既不受制于自然法则，也无时间性。这当然不是

说先验自由是无法则的任意性，因果性在康德看来总

已经是一种合法则性，故而作为始因的先验自由被称

为“自由的因果性”（Ａ４４４／Ｂ４７２）。

与正题相反，反题则否认了这一自由的因果性，

以确立自然法则的普遍有效性。康德在此的目的是

捍卫作为理性理念的先验自由，但他也没有完全否认

反题的合理性，因为反题所基于的恰恰是康德自己在

分析论中，具体地说在第二类比确立起的先天因果性

法则。这一法则表明：一切事物的发生必然有其原

因，并因此排除了不受先在原因限制的因果性，即始

因。事实上也正是通过证明这些自然法则的先天与

普遍的有效性，康德才得以拒斥了休谟式的怀疑主义

对科学（尤其物理学）的侵蚀。所以，为了保存其分析

论获得的成果，康德只能借助其先验观念论来为先验

自由做出辩护，即区分为自然法则统摄的现象界与自

由法则在其中有效的本体界，借此区分，康德就可以

辩护两种不同的因果法则之间的相容性。事实上，这

一先验观念论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是理性的超感性使用

的结果，因为只有设定一个世界之外的原因或视点，对

世界的整体性把握才是可能的。显而易见的是，康德

之设定先验自由具有明显的形而上与认识论旨趣。

但是，另一方面，康德也表达了其实践旨趣。在

关于正题的说明中，康德就表明并非经验意义上的自

由，而是先验自由构成了 “行为可归责的根据”

（ＫｒＶＡ４４８／Ｂ４７５），并在关于宇宙论理念的解析中进一步

断言“自由的实践概念基于自由的先验理念之上”，以

至于“对先验自由的取消就会同时根除一切实践的自

由”（ＫｒＶ　Ａ５３４／Ｂ５６２）。换而言之，实践自由以及道德责

任在某种意义上预设了先验自由，并因此也预设了康

德的先验观念论，由此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条从思

辨形而上学跨越到实践和道德哲学的路径。

但是，这一跨越并不容易，因为宇宙论意义上的

始因，正如海德格尔所见，与意志和行动无关，但作为

行动者的人却是有意志的存在者。①并且，海德格尔进

一步追问：因果性的含义究竟为何，以至于它有时属

于自然，有时属于自由？

在海德格尔看来，将原本属于自然哲学的因果性

概念应用于意志自由（实践）事实上表明康德仍然在

自然哲学（海德格尔所说的现存性的形而上学）或者

说思辨的认识论框架中谈论自由和道德。但是，康德

由思辨向实践的转变是有问题的，至少在原则上我们

可以想象世界有一个始因，甚至人类可以在认知意义

上将世界把握为一个整体，但却不具有道德归责需要

的实践自由。

阿利森（Ｈ．Ａｌｌｉｓｏｎ）也承认“第三组二律背反本

身侧重讨论宇宙论诸理念（总体性诸理念），似乎与人

们一般所谓的＇自由意志问题＇没有什么直接联系”。②

但是，他建议我们将第三悖论中正反题体现的宇宙论

争执（ｃｏｓ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解作“两类行为能力模型

或两种行为能力概念之间的冲突，这些模型或概念能

够并且在哲学史上已被应用于世界中的理性存在者

和一个世界的超验创造者之上”。③ 这一解释显然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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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在康德那儿找到根据。在证明了一种世界之外的

先验自由的可能性之后，康德随即指出，“我们现在也

被容许在世界的进程中间让种种不同的序列在因果

性上自行开始，并赋予这些序列的实体以从自由出发

的能力”（Ａ４５０／Ｂ４７９）。接下来就是那个著名的例子，即

我可能完全自由而不受自然原因的必然规定性影响

就从我的椅子上站起来，这“就绝对地开启了一个新

的序列”（ＫｒＶ　Ａ４５１／Ｂ４７９）。但是，如果我们允许先验自

由如此侵入自然进程，那么，正如贝克指出，就没有康

德 同 时 要 肯 定 的 自 然 的 合 法 则 性 和 一 致 性

（ｕｎｉｆｏｒｍｉｔｙ）；反之，先验自由就只是“空洞的宣称”，

也没有任何道德相关性。①对于这一贝克式的质疑，康

德的策略是———正如上面的例子显示的那样———将

先验自由直接归属于具有决定能力的理性行动者。

因为人不仅是感性的现象界的存在者，而且同时是本

体界的具有知性性格的存在者。就其作为本体界的

存在者而言，人被认为具有绝对的自发性或者说先验

自由。显而易见的是，借助于人这样的理性行动者的

概念，康德不仅中介了现象与本体世界，而且将宇宙

论意义上的自由直接转化为理性与道德行为者的意

志自由。正是在此意义上，先验自由可以直接被视为

道德归责的根据。

然而困难在于，给予现象与本体界的分离是康德

证明自由与自然相容的必要设定，也是其先验观念论

之核心。我们既不能将行为归责于作为现象界存在

者的人，因为这样的存在者并无自由；也不能归责于

本体界的存在者，因为这一存在者与现象界发生的行

为没有可以被确认的关联。② 所以，在伍德（Ａｌｌｅｎ

Ｗｏｏｄ）看来，如果要将先验自由视作行为归责的根

据，我们就必须把永恒的属性不仅归于上帝，而且赋

予每一个道德行为者。也就是说，必须假设我们具有

上帝一样的自由，因为现象界是一个按照自然因果法

则紧密联结的领域，所以，每一单个存在者的本体界

的选择只能是对一个可能的世界的选择。③ 换而言

之，我的永恒选择，如果要对我的任何一个单一的行

为产生影响，它也必然地同时影响世界历史的整个

进程，其结果是我必须不仅对我自己的行动及其直接

后果负责，而且必须以某种方式为世界历史上的一

切，甚至包括我出生前发生的事情负责。但是，要求

每个人为一切实践负责最终会导致责任概念的废除，

从而导致我们普通道德评价体系的崩溃。因为在这

种情况下，正如沃克（Ｒａｌｐｈ　Ｗａｌｋｅｒ）指出：“我应当由

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让伏尔泰感到震惊的里斯本地

震受到谴责，并且甘地应当为乌干达独裁者阿明的暴

行同等地负罪。”④

与伍德不同，对于阿利森而言，即使我们认可人

具有知性性格，并且将宇宙论意义的自由视为一种行

为者的模式，我们事实上仍然有必要区分两类自由模

型，即人的自由与神的自由。前者就其自身而言就独

立于自然原因性，但后者却是世界中的存在者，虽然

与动物性存在者不同，不受到自然因果性的决定，却

不可避免地受到感性欲求从而也是自然因果性的影

响。在阿利森看来，伍德的问题在于忽略了人类实践

理性的特殊性，从而将宇宙论意义上的自由与道德预

设的实践自由混为一谈。⑤但是，阿利森也承认，伍德

的解释确实能够在康德那儿找到足够的文本根据。

事实上，伍德在某种意义上恰恰将康德从思辨形而上

学出发建构实践和道德哲学的思路推向极致，以至于

得出了某种荒谬的结果。⑥

当然，虽然提出了先验自由的观念，但康德在《纯

粹理性批判》中却只着眼于一个有限的目标，即证明

其可能性。作为思辨理性的理念，先验自由只是一个

悬拟的（ｐｒｏｂｌｅｍａｔｉｃ）概念。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康

德甚至表明ｃａｕｓａ　ｎｏｕｍｅｎｏｎ（作为本体的原因性）尽

管在理论上可以设想，“但却是一个空洞的概念”（ＫｐＶ

５６）。只有将其与道德法则相结合，方可赋予其实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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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上的实在性。所以，只有当道德法则在《奠基》中得

以建构之后，对先验自由及其道德意义的界说才有可

能。尽管如此，在《奠基》第三章，康德仍然延续了从

思辨到实践的路径，并试图从“第一批判”给定的自由

的因果性，即作为绝对自发性的先验自由及其先验观

念论预设对道德法则做出演绎。具体而言，这一演绎

所要证明的是定言命令的可能性，即人作为有理性的

感性存在者因其理性已经被置于道德法则之下，并因

此能够将法则（定言命令）作为自己行动的唯一理由

和动机。整个演绎大致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主

要确立一个积极的自由概念，故而被阿美立克斯

（Ｋａｒｌ　Ａｍｅｒｉｋｓ）称为“朝向自由的论证”（Ａｒｇｕｍｅｎｔ

ｔｏ　ｆｒｅｅｄｏｍ）。①在此基础上康德在第二部分从积极自

由推导出道德法则对人的有效性。因为积极的自由

被等同为自律，而道德法则在《奠基》前两章已经被界

说为自律的法则，即理性自我普遍立法的结果，所以，

一旦将自由解释为自律，从自由到法则的演绎就水到

渠成了。所以，真正的困难在第一部分，即从消极的

自由转到积极的自由，或者说从绝对的自发性转到道

德自律。在这一部分，康德首先试图证明我们能够把

自由的理念赋予每一个有意志的理性存在者。在康

德看来，这样的理性存在者之所以是自由的，是因为

“人们不可能设想一种理性，它就其判断而言意识到

自己是从别的什么地方接受指导，因为那样的话，主

体就不会把对判断的规定归于它的理性，而是归于一

种冲动。”（ＧＭＳ　４４８）

但是，从这一理论判断活动的自由，我们并不能

直接推出这一理性在实践上是自由的，也不能证明康

德的理性意志的观念“不只是一个幻影”。②当然，康德

随后也承认“我们无法证明自由在我们自己里面和在

人性里面是某种现实的东西；我们只是看到：如果要

把一个存在者设想为理性的、而且就其行动而言赋有

因果性的意识的、亦即赋有一个意志的，我们就必须

预设自由”，因此 “好像我们在自由的理念中真正说

来只是预设道德法则，亦即意志本身的自律原则”

（ＧＭＳ　４４９）。但是，这样我们就陷入了一个循环，因为“只

有当自由被看作自律而非仅仅在否定意义上的先验自

由，我们才可能从理性自由的前提导出道德法则”。③换

而言之，作为道德法则推导前提的自由本身必须依赖

道德法则获得规定。为了克服这个循环，康德重新引

入了两个世界，在此是感性与知性世界的区分。在康

德看来，我们虽然就“纯然的知觉和感觉的感受性而言

把自己归入感官世界，但就在它里面可能是纯粹活动

的东西（根本不是通过刺激感官，而是直接达到意识的

东西）而言把自己归入理智世界”（ＧＭＳ　４５１），并因此是

自由的。但是，此处的自由，即纯粹活动的东西只是理

性的绝对自发性，而不是自律，所以，从自发性到道德

自由（自律）的转变仍然需要预设道德法则。换而言

之，如许多评论者所见，即使引入两个世界或立场的区

分，康德仍然没有如其所欲的那样逃脱上述循环。就

此而言，康德在此的演绎，即他从思的自发性去证明理

性行动者具有的自由的努力是失败的。

（二）

显而易见的是，在“第一批判”以及《奠基》中，康

德尝试了一条联结思辨与实践的路径，作为联结点的

即是自由的因果性（先验自由）的观念。自由一方面

被界说为世界的始因，并因此是绝对的自发性，在世

界之外，全然不受自然法则的影响。另一方面，自由

又被视为人这样的理性行动者具有的自由意志，人的

行动虽然不受自然因果性的决定，却不可避免地受到

自然欲求的影响。所以，为了将绝对自发性赋予人这

样的理性行动者，康德就不得不求助于其先验唯心主

义，即两个世界的区分，这一区分最终落实为人的知

性性格与感性性格之间的区分。一旦将先验自由或

者说自由因果性赋予理性行动者，康德就可以———正

如他在《奠基》第三章所做的那样———从自由的因果

性推导出道德法则，因为因果性同时被规定为法则

性。由于人同时是感性的存在者，给予本体界是现象

界基础的设定，源于纯粹理性的道德法则就对人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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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Ｋａｒｌ　Ａｍｅｒｉｋｓ，Ｋａｎｔ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Ｍｉｎｄ，２ｎ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０）２０４．
在分析上述《奠基》引文时，Ａｍｅｒｉｋｓ指出这一论证比康德早先的“讲座”更紧密地结合了思想（ｔｈｉｎｋｉｎｇ）与意志（ｗｉｌｌｉｎｇ）。如果一个存在者，由
其具有思的能力而拥有一个自己的意志，那么这可以被认为意味着他的判断行为（像所有其他行为）必须在他身上有其绝对的来源。但是，这
仍然不能表明这样一个理性意志的理念不只是一个“幻影”。Ｋａｎｔ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Ｍｉｎｄ，ｐ．２０３。

Ｋａｎｔ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Ｍｉｎｄ，ｐ．２０４．



呈示为绝对命令，这样康德就借助自由概念证明（演

绎）了道德法则，并回答了定言命令如何可能的问题。

但此处的自由却已经不是“第一批判”中的始因，也不

是认知与理论思辨具有的自发性———两者的对象都

是自然，即使是作为一个整体的自然———而是与道德

法则相联的自律。就此而言，自由的因果性并未如康

德设想的那样成功地联结理论思辨与实践领域，其结

果是康德不仅未能成功地完成从自由（自发性）出发

对法则的演绎，而且也没能澄清先验自由的意义以及

在何种意义上这一自由是道德的根据。

某种意义上，康德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在《实

践理性批判》中给出了一个与《奠基》反向的演绎。这

一演绎的起点不是自由，而是我们对道德法则的意识。

康德将此意识称为唯一的理性事实，从这一事实，我们

可以推导出自由的现实性。对于何以要做出这一与

《奠基》不同的演绎，康德给出了如下的解释，我们对无

条件实践的东西的认识不可能从自由开始：“原因在于

我们既不能直接地意识到自由，因为它的最初概念是

消极的，也不可能从经验推论到自由”（ＫｐＶ　２９）。

在一些康德评论者看来，这一替代演绎甚至都很

难被称为一个演绎。与之相比，《奠基》中的演绎虽然

有种种问题，至少还具有一种类演绎的形式。即使将

其看作一种新的演绎尝试，多数评论者也认为它并不

比《奠基》中的演绎更有信服力。如果说《奠基》中演

绎的问题在于作为起点的自由，那么，此处演绎的问

题则在于对理性事实的界定。① 与《奠基》类似，康德

又一次试图从我们对纯粹的理论原理的意识来证明

我们“能够意识到纯粹的实践法则”（ＫｐＶ　３０）。尽管如

此，这并非康德的主要论证，在对理性事实的说明中，

康德更多地求助于我们的道德经验，理性行动者不仅

有自己的行动的准则或者说理由，而且总已经同时意

识到法则，所以一个把睚眦必报视为自己的准则的人

能够意识到自己的准则与法则的冲突。（ＫｐＶ　１９）当然，

这种冲突也可能发生在不同的自然欲求之间，但是，

康德认为我们事实上可以意识到两种冲突的不同性。

某个人可能认为自己的淫欲是无法抗拒的，然而，康

德指出，如果在他前面竖起一个绞刑架，在他享受过

淫欲之后马上把他吊在上面，“他在这种情况下还会

不克制自己的偏好吗”？但如果一个君王以一种毫不

拖延的死刑相威胁，要求他以莫须有的罪名提供伪证

来诋毁一个清白无辜的人，“此时无论他对生命的热

爱有多大，他是否会认为他有可能克服这种热爱呢”

（ＫｐＶ　３０）？自然欲求之间的冲突的解决服从的是审慎

原则，这一原则的最终对象是幸福，而生存则是幸福

的必要条件，所以，以生命为代价去满足一个当下的

欲求显然是不明智和非理性的。与此不同，道德尤其

是正义义务却是一种绝对的要求。这当然不是说这

个人在此情形下必定会拒绝做伪证，而是说无论他如

何选择，他都会意识到他应当这么做，都会感受到法

则压倒所有自然欲求的绝对约束力，从而认识到他在

自身中具备的一种越出所有自然欲求的能力和自由。

这一自由向他表明他不只是自然的存在者，完全受制

于自然欲求———其总和是依托于自然生命的幸福。

当然，一些评论者可能认为上述经验的例证具有

相当的偶然性，并不足以证明理性事实，即我们对法

则意识的普遍性。但这类质疑事实上混淆了理论与

实践意义上的普遍性，事实上，康德在此诉求的并非

单纯的经验例证，而是对普遍的道德经验（现象）的反

思，基于这一反思，康德给出的其实是一个现象学－

先验论证。②我们或许可以将其与孟子对舍生取义的

著名解释相比照。《孟子·告子上》中如此写道：

５

从实践的观点重审康德的先验自由

①

②

关于理性事实，康德给出了多种界说，贝克就区分了六种不同的界说，并将其分为客观（主要是道德法则或自由）与主观（即对法则等的意识）

两个类别，参阅Ａ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　ｏｎ　Ｋａｎｔｓ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ｏｆ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Ｒｅａｓｏｎ，ｐｐ．１６６－８，以及Ａｌｌｉｓｏｎ对于这一区分以及对贝克在ｆａｃｔ　ｆｏｒ　ｒｅａｓｏｎ与ｆａｃｔ
ｏｆ　ｒｅａｓｏｎ之间所作的区分的评论，见Ｋａｎｔ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Ｆｒｅｅｄｏｍ，ｐｐ．２３２－２３３．笔者认为从现象学的角度看没有与对法则的意识分离的法则，所
以，这些区分与其说澄清不如说是模糊了这一概念。问题在于什么是康德宣称理性事实的现象学基底，或者说什么是这一理性事实指示的原
初现象和经验。

Ａｌｌｉｓｏｎ也指出上述例子虽然出现在正式的演绎之前，却对我们理解演绎具有关键意义（Ｋａｎｔ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Ｆｒｅｅｄｏｍ，ｐ．２４１），但由于否认道德经
验（ｍｏｒ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的相关性，他并没有对这些例子何以重要做出解释。与Ａｌｌｉｓｏｎ不同，Ｇｒｅｎｂｅｒｇ认为康德在此与其说是引入一些例证，不
如说是在诉求于我们亲身（ｆｉｒｓｔ－ｐｅｒｓｏｎａｌ）的道德体验，是对我们共有的道德经验的现象学反思（参阅Ｊｅａｎｉｎｅ　Ｇｒｅｎｂｅｒｇ，Ｋａｎｔｓ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ｏｆ
Ｃｏｍｍｏｎ　Ｍｏｒ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Ａ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ｃｃｏｕｎｔ，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３．Ｐａｒｔ　ＩＩＩ尤其，ｐｐ．１６２－１８５）。在Ｇｒｅｎｂｅｒｇ看来，我
们对其中包含的现象学要素的忽略是因为我们在过于狭隘的意义上即对自然物知觉的意义上使用经验一词。但是“对物体的经验只是一种
可能的经验”，我们仍然需要“开放出诉求于亲身的现象学经验的可能性，以启动实践哲学”（ｉｂｉｄ．ｐ．１１６）。我们在此试图在Ｇｒｅｎｂｅｒｇ对上述
例子的现象学解读的基础上指出其中同时包含了一个先验论证，以纠正Ｇｒｅｎｂｅｒｇ过于强调日常道德经验的偏颇。



孟子曰：“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

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

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

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

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

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所欲莫甚

于生，则几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

所恶莫甚于死者，则凡可以辟患者，何不为

也？由是则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则可以辟患

而有不为也。是故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

甚于死者。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

贤者能勿丧耳。

与上面引述的康德的例子相似，孟子诉求的是我

们共享的经验。基于对这一经验的反思，孟子与康德

一样区分了自然欲求之间的冲突与欲求和道德（义）

的冲突，并且以一个类先验论证来表明如果舍生取义

不可能，那么我们就可以为所欲为，因此也就没有道

德可言。所以，如果有道德，那么就证明我们具有舍

生取义的能力和自由，并且，这种能力人皆有之，尽管

只有少数人才可能践行之。当然，与康德不同，孟子

既没有（也无需）求助于先验观念论，更没有求助于思

的自发性，这也表明了我们完全可以通过道德的途

径来通达康德所言的先验自由，因为正如康德自己在

“第二批判”指出，“自由是道德法则的存在条件（ｒａｔｉｏ

ｅｓｓｅｎｄｉ），但道德法则却是自由的认知条件（ｒａｔｉｏ

ｃｏｇｎｏｓｃｅｎｄｉ），因为如果不是在我们的理性中我们早

就清楚地想到了道德法则，我们就绝不会认为自己有

理由去假定自由这样的东西（尽管自由并不自相矛

盾）”（ＫｐＶ　４脚注）。

换而言之，并非我们的判断和思辨的能力，而是

我们对道德法则的意识才使我们确信自己的自由，

所以，我们也不需要一种第一批判式的演绎———这一

演绎的目标是通过我思或者说先验统觉将异质的知

性范畴与感性所予联结起来，但先验自由就其根本而

言是道德要求的自由，而道德则必须预设这一自由。

正是在此意义上，康德可以说“自由与法则是彼此相

互回溯的”（ＫｐＶ　２９）。但是，这并非如大部分学者所认

为的那样意味着先验自由就等同于自律。如果先验

自由在其自身已经是道德自律，那么，康德所言的自

由的最初概念就是消极的，所以我们不能从自由开始

的说法就很难理解了。事实上，如果与道德分开，那

么先验自由是一种独立于自然欲求行动的能力，并且

作为行动能力而具有实践意义上的自发性。但这一

能力并不自在地是道德的，①唯有道德行为，即将法则

视为超越一切自然欲求的行动理由的行为才赋予自

由以道德意义，也即是说才能够将否定的自由转为肯

定的自由（律）。这当然不是说，先验自由可以与道德

相分离。尽管如此，我们至少在概念上有必要区分否

定意义上的先验自由与肯定意义上的道德自由（自

律）。②因为如果先验自由被直接等同为自律，那么，正

如康德同时代的评论者已然发现，我们就不可能自由

地犯错，所以，我们就不可能追责错误。③ 当然，康德

在《道德形而上学》中对这一质疑做了回应。首先，康

德在意志官能（ｆａｃｕｌｔｙ　ｏｆ　ｖｏｌｉｔｉｏｎ）中区分了意志

（ｗｉｌｌｅ）和任性（Ｗｉｌｌｋüｒ）。前者等同为纯粹理性（法

则），与行动准则而非行动相关，故无所谓自由与不自

由；后者则类似于选择自由，可能将法则或者欲求纳

入自己的准则，所以，“只有任性才能被称作自由的”

（ＭＳ　２２６）。大部分评论者都认为这一区分成功地回应

了上述质疑，因为行为是任性自由选择的结果，所以，

我们就可以归责于行为者。但是，将自由仅仅赋予任

性事实上排除了先验自由，所以，康德又不得不求助

于他的先验观念论，即现象与本体界的区分来把任性

的自由，或者说选择的自由界说为现象界的自由。这

一仅从从现象观点来看的自由，不能用来“界定他作

为理知存在者的自由”（ＭＳ　２２６）。由此，从本体界的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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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我们或许可以在与始因（第一因）的类比中理解这一点———如果我们依循阿里森将始因理解成一种行为者模型的话。除非我们已经假设这一
神圣的行为者（康德有时直接将其与上帝相联）的善（道德）性，那么，始因并不因其不受先在原因的制约，或者说因其绝对的自发性而是善（道
德）的。与此类同，人类也并不因为其具有的绝对的自发性或者对自然欲求的独立就是善的，善的可能性毋宁说是在于人所具有的对道德法
则的绝对约束力的意识。

贝克在他的《康德的五个自由概念》中就区分了道德自由和先验自由，并指出“必须解开自由与道德（积极的道德价值）之间的标准
（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或分析性联系”。Ｆｉｖ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ｏｆ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ｉｎ　Ｋａｎｔ，ｐ．３８．
参阅Ｃａｒｌ　Ｌｅｏｎｈａｒｄ　Ｒｅｉｎｈｏｌｄ，“Ｅｒｏｔｅｒｕｎｇｅｎ　ｄｅｓ　Ｂｅｇｒｉｆｆｓ　ｖｏｎ　ｄｅｒ　Ｆｒｅｉｈｅｉｔ　ｄｅｓ　Ｗｉｌｌｅｎｓ，”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ｅｎ　ｚｕ　Ｋａｎｔｓ“Ｋｒｉｔｉｋ　ｄｅｒ　ｐｒａｔｉｓｃｈｅｎ　Ｖｅｒｎｕｎｆｔ，”

Ｒｕｄｉｇｅｒ　Ｂｉｔｔｎｅｒ　ａｎ　Ｋｏｎｒａｄ　Ｃｒａｍｅｒ，ｅｄｓ．ｐｐ．２５２－７４．



点看，选择的自由事实上又被排除了，其结果是错误

追责问题并没有得以解决。① 但是，如果我们将先验

自由看作一种独立于自然欲求的能力而不直接等同

于自律，那么，选择的自由可以被视为这一自由的不

完美的实现，因为即使选择的自由也至少需要预设对

于自然欲求的相对独立性，而自律是这一能力的道

德（完美）实现，因为自律意味着我们自由地以道德法

则来规范自己的行动，并因此完全独立于自然欲求的

制约。也正是在此意义上，康德可以说消极的自由能

够转化为积极的自由。当然，这一转化不是概念意义

上的转化，而是道德的转化，即是通过我们道德行动

的转化。

（三）

如同上文所见，在先验自由与道德的关系问题

上，康德哲学中包含了两种不同的途径。其一是从思

辨到实践的路径，依循这一路径，先验自由被界说为

世界始因，即一种开启一个因果系列的绝对自发性，

这一始因是思辨理性将世界把握为一个整体必须预

设的认知条件（ｅｐｉｓｔｅｍｉｃ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所以，先验自由

或者说无条件的条件首先在与为其所规定的有条件

的（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ｅｄ）世界（自然）的关联中获得界说。如

此被界说的自由显然首先是一个思辨形而上学概念。

这一自由同时被用来界说自由意志，即作为理性

行动者的自我所具有的自由。这一自由意志在与始

因的关联中也首先被界说为绝对的自发性，这就解释

了何以《奠基》中的演绎采取了从“我思”甚或认知的

自发性推导出道德法则的方式。这一演绎在某种意

义上继续了“第一批判”联结作为思辨形而上概念的

先验自由与作为道德归责基础的自由的努力，而这一

演绎的失败也就凸显了思辨与实践之间的鸿沟。

所以，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康德转向了一种道德

的路径。依循这一路径，自由首先在与道德法则的关

联中获得界说，当且仅当我们将道德法则视为自己行

动的规定性根据时我们才可能意识到自己在先验意

义上是自由的，即具有独立于所有自然欲求（从而是

自然因果性）的能力；同时，这一否定意义上的自由只

有在与道德法则的关联中才被赋予肯定的，即道德意

义。由此，自由首先是道德（实践）而非思辨的概念。

另一方面，先验自由或者说对自然的独立性又是道德

必要的预设。因为唯有当理性行为者具有这一独立

性，道德法则才可能具有绝对的约束力，即能够凌驾

于我们的一切自然欲求之上。这一自由同时也是道

德归责的必要条件，因为正如康德在“第二批判”中指

出，倘若我们的行为不可避免地受到自然欲求的规

定，由于自然欲求受制于自然必然性，我们也就没有

真正的自由，因此也就不能因为我们的行为而被归

责。因为道德法则之区别于审慎的考虑之处就在于

其所具有的绝对约束性，所以，道德，或者用康德的话

来说，对道德法则的意识就证明了我们在先验意义上

是自由的，可能完全独立于自然因果性，仿佛我们不

只是自然世界的存在者，而且同时是超感性世界的存

在者。就后一种存在方式而言，我们服从的不再是自

然的法则，而是自由的，即纯粹理性颁布的道德法则。

因为正是通过对这一法则的服从，我们才意识到自己

的自由。所以，康德指出，“真正来说正是自由概念，

在纯粹思辨理性的一切理念中，唯一在超感性事物的

领域里，即便仅仅就实践知识而言，取得了如此巨大

的扩展”（ＫｐＶ　１０３）。

换而言之，并非关于世界的始因的思辨，而是道

德首先为我们展示了一个超感性的领域，尽管我们并

没有对其的理论知识。由此，借助于自由概念，康德

指向了一种形而上学的可能性，但这一形而上学不再

是思辨的形而上学，而应当恰如其分地被称为道德的

形而上学。事实上，通过强调自由（与理性理念）的不

可知性，康德同时限制了思辨的形而上学。

当然，这两种路径在康德那儿并不是泾渭分明

的。即使在先验自由主要被界说为思辨理性理念的

“第一批判”中，实践的旨趣仍然构成了对包括先验自

由在内的理性理念的首要的辩护。因为在康德看来，

如果我们否认了这些理念，即否认一个与世界有别的

原始的存在者、否认灵魂的不朽性以及我们具有自由

７

从实践的观点重审康德的先验自由

① 康德在《纯粹理性界限内的宗教》中表明：“任性的自由具有这样一种独特的属性，任何动机，无论是自然欲求还是被理性判断为动机的道德法
则，除非人能够将其纳入自己的准则（即将之变成对他自己而言的普遍规则，并按此行动），就不可能成为行动的根据”（Ｒｅｌ．２４），因为任性是
一种可能遵循与违背法则的自由，所以，康德认为我们应当为自己的过错负责。但是，在《道德形而上学》中，康德虽然仍然坚持只有任性是自
由的，却否认自由地违背法则的可能性，因为我们不可能自由地犯错，所以也不可能为自己的行动负责。



意志，那么“道德的理念和原理也就丧失了一切效力，

与构成其理论支柱的先验理念一起作废了”（Ａ４６８／

Ｂ４９６）。诚然，康德也诉求于思辨的旨趣，①但是，这是

一个相对较弱的认证，因为康德也承认否认理性理念

的经验主义“也给理性的思辨旨趣提供了好处”

（Ａ４６８／Ｂ４９６）。并且，《奠基》第三章的演绎虽然不甚成

功，但至少表达了康德联结自由与自律以及自律（即

道德）的法则的主导意向。另一方面，诚如我们上面

已经指出，在道德路径占主导的“第二批判”中康德仍

然试图以我们对理论原理的认知来类比我们对道德

法则的意识。所以，虽然康德确乎强调了实践与理论

思辨的区分，但贯穿其思想的是思辨与实践理性统一

性的命题，这一命题也构成了康德的理性形而上学的

核心。当然，这一形而上学已经基于康德对理性的批

判性审查的基础之上，并因此有别于为康德所拒斥的

传统的思辨形而上学。尽管如此，从先验自由在其中

首先得以界说的辩证论观之，康德对理性的批判并非

是反形而上学的，毋宁说是为了给形而上学，即诸理

性理念寻找一个更为坚实的基础。所以，并非偶然，

先验自由首先在一个宇宙论问题的背景中引入，并通

过等同纯粹理性与自由意志来扩展到实践领域，这也

解释了康德何以会在《奠基》中尝试从思辩的自由去

推导出道德自由，即自律，从而推导（演绎）出道德（自

律的）法则。当然，在“第二批判”中，康德在相当程度

上放弃了这一路径，而转向以道德来解释先验自由，

其结果是自由作为道德的可能性条件首先呈示为道

德所预设自由。但是，这一道德意义上的自由仍然被

看作是理性的———不仅实践而且也是思辨理性的理

念。所以，并不奇怪的是，在“第二批判”的辩证论部

分康德通过纳入被设定为实践理性最完备的对象，即

至善再次辩护了作为理性理念的上帝与不朽的灵魂

的观念。与先验自由一样，后两者也不只是实践理

性，或者说道德的必要预设，而且同时是思辨理性的

理念。即使从认识论的角度而言，我们对其没有任何

知识。但“却总的来说（凭借它们与实践的东西的关

系）给予思辨理性的理念以客观实在性
獉獉獉獉獉

，并使思辨理

性对于它本来甚至不能自诩哪怕是仅仅主张其可能

性具有权利
獉獉獉獉

”（ＫｐＶ　１３２，着重号为笔者所加）。换而言之，康

德对先验自由的道德阐释至少部分地是为了辩护纯

粹（无论思辨还是实践）理性理念，即确立其形而上

学。与此相应，实践与理论之间的区分也被归结为理

性与知性（原则），或者更为清晰地说，形而上与形而

下（经验）之间的区分。正如康德在《判断力批判》序

言中指出，我们应当按照其所依循的原则，即自由或

与其相对的自然原则来区分道德（实践）与理论（自

然）哲学，由此，我们通常归入实践哲学的一些学说因

其主导的是自然原则（知性原理）而应当被归入理论

哲学。（ＫＵ　１７２－７３）

与康德不同，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

则更多地以对象区分理论与实践。理论所研究的是

不变的存在（者）或者自然规律，而实践哲学研究的是

变动不居的人事，所以，两者理应有不同的方式，也要

求不同的智慧，即理论智慧（Ｓｏｐｈｉａ）与实践的智慧

（ｐｈｒｏｎｅｓｉｓ）。② 与康德在实践与理论之间的过于形

而上的区分相比，亚氏的区分显然更切合我们的日常

经验，而且也更具有现象学意蕴。因为意义是活动

（ｎｏｅｓｉｓ）与对象（ｎｏｅｍａ）关联的结果，这就要求我们

关注对象的特殊性。而康德的区分看似高妙，却将道

德更多地置于思辨形而上的框架之中，不仅与其他在

康德看来只是经验层面的实践相隔离，而且———至少

在自由问题上———与我们的道德经验或体验相割裂。

由于自由原则被界说为自然原则的对立面，自由与自

然，包括作为理性存在者的人的自然面被完全割裂开

来，自由作为本体原因性因此只是一个空洞的概念，

其是否能够以及如何影响总是在现象界发生的行为

都是可质疑的。当然，康德在“第二批判”中将自由与

道德结合起来，其所诉求的———正如我们上面已经显

明———事实上是我们的道德经验，而不是超经验的

“理性事实”。换而言之，先验自由是我们的道德经验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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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除了实践与思辨的兴趣外，康德还以通俗性优点对正论做了辩护。这一辩护的大致意思是大多数人更加愿意接受这些正论而不是反论。这
在康德身处的基督教文化主导的时代当然是显而易见的，但在我们这个后形而上学时代，这些理念显然不再具有任何通俗性的优点。指出这
一点当然不是要以此驳回康德的论证———毕竟这在康德那儿也并非其辩护的要点，而是表明在康德那儿宗教（形而上学）与道德不可分离。

所以，道德不仅被置于形而上领域，而且对其的辩护也首先是形而上的。

当然，在明显地受到柏拉图影响的《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十卷中，亚氏也将最完美的幸福（道德）界说为思辨生活的幸福。尽管如此，亚氏随即
表明人的幸福，即道德的最高目的首先在于合乎德性的活动，思辨或者说沉思的生活更多的是属神的幸福。



所指示的自由，这当然并不否认自由也是我们认知活

动的一个要素。但是，这一认知活动中的自由或者说

自发性必须在与其相关的活动中得到界说，而不是被

直接视同于道德必须预设的自由，也不能被视同为实

践行动包含的自发性。

事实上，在《奠基》的前两章，康德很明确地将我

们的日常道德经验，尤其是我们的义务意识作为其道

德学说的建构的起点。当然，康德的道德学说并不是

对芜杂的日常经验的描述，而是通过哲学反思将其提

升为道德原则，即定言命令，并进一步将原则与自由

（律）的理念相关联。对于康德而言，我们之所以可能

自由地服从道德原则，是因为这些原则是我们理性自

我立法的结果，由此，康德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自由与

自律的伦理学。换而言之，自由是在与道德法则的关

联中被界说，唯有通过法则，自由才获得其肯定和道

德的意义。所以自由就其本质而言是道德（实践）的

自由，有别于理论判断中体现的自发性，也不能从后

者被推导出来。这当然不是说理论与实践没有关系，

作为人类活动，两者当然互相关联，我们在具体情境

中履行道德义务自然就要求对这一情境中诸事实要

素的理论认知，同时，我们对自然的研究也经常受到

道德考虑的指引和限制。尽管如此，道德的对象是人

的欲求，而理论思辨的对象是自然，两者属于不同的

研究领域。与此相应，自由属于道德领域，而因果性

则属于自然领域。或者更为清晰地说，自由是实践的

（先天）构成性要素，自然因果性则是认知的（先天）构

成性要素。在认知与思辨领域，正如康德自己所见，

自由最多只有范导性作用，即对我们的自然研究包括

理论思辨做出某些指导和规范。事实上，如果我们将

道德与自然看作两种不同的研究领域，而不是将其置

于两个不同的世界，即本体和现象界，那么我们就可

以无需“将自由与自然必然性归结到同一个行动”，也

无需“被迫将科学归于（在本体论上具有贬义性的）显

像域，将伦理分配给（在认识论上具有贬义性）的本体

域”。①

Ｒｅ－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Ｋａｎｔｓ　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ｔａｌ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ｆｒｏｍ
ａ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Ｏｎ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ｙ

Ｓｕｎ　Ｘｉａｏｌｉｎｇ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Ｎａｎｃｈａ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ｎｃｈａｎｇ３３００３１，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ｉｓ　ｅｓｓａｙ　ｈｏｌｄｓ　ｔｈａｔ　ｏｎ　ｔｈｅ　ｉｓｓｕ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ｔａｌ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ａｎｄ　ｉｔ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ｗｉｔｈ　ｍｏｒａｌｉｔｙ，

Ｋａｎｔｓ　ｗｒｉｔｉｎｇｓ　ｃｏｎｔａｉｎ　ｔｗｏ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ａｔｈｓ，ｏｎｅ　ｉ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ａｔｈ　ｏｆ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ｓｐｅ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ｒａｌ　ｌａｗ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ｓ　ｏｆ　Ｍｏｒａｌｓ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ｅ　ｉｎｅｖｉｔａｂｌｅ

ｐｒｅｄｉｃａ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ｉｓ　ｐａｔｈ．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ｉｓ　ｔｈｅ　ｍｏｒａｌ　ｐａｔｈ　ｉｎ　ｔｈｅ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ｏｆ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Ｒｅａｓｏｎ．Ａｌｏｎｇ　ｔｈｉｓ　ｐａｔ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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